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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三三制”政策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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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继续实行“三三制”政策。直到战略决战阶段到来时，才终止执
行这一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三三制”政策，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
要意义。但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又具有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若干特点，因而呈现出曲折和复杂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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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cy of“Three-three”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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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 1945 － 1949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d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Three-three”system in the liberated areas．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is policy was not terminated until the strategic decisive stage came． It wa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implement the“Three-three”system during the War in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eople’s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and winning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owever，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is policy had som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 － 1945) ，thus presenting a tortuous and com-
plicated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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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正式提出了
“三三制”政权政策，即在各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
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 第2卷，p742)自此，“三三制”政策在各抗
日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各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策，直到 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提出“不要再宣传三三制”后，“三三制”政策才最后终止。关于抗日根据地贯彻“三
三制”政策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对战后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策的情况，则鲜有论及。
本文试就此进行论述。



一

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曾指出:“共产党人在各个解放区的民选的三三
制政府，即地方性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过去的方针，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

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上，不分阶级、党派与信仰，进行很好的合作。”［2］( p57)由于毛泽东报告所阐述的是
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的联合政府问题，因此，也就实际上提出了战后必须继续实行“三三制”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根据地的边区、县、乡“三三制”政权机构( 参议会和政府) 原样保存，中国共产

党和其他阶级、党派的民主分子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45 年 10 月至 1946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
各级参议会举行换届选举。中国共产党严格实行“三三制”政策，“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并且反转来替各
党各派、无党无派提出候选人，替各阶层提出候选人，为他们竞选。”［3］( p301) 选举结果，“共产党在绝对多
数的乡代表里头不够三分之一; 在县和边区议会里三分之一，有的地方稍多于三分之一，因为是地方人

民直接选举的，不可能退回去，但在县常驻会与县政府委员会里头，就一律只有三分之一。”［3］( pp301 － 302)

总数 170 名边区参议员 ( 正式议员 135 名，候补议员 35 名) 中，“在成份上包括边区社会的广泛阶
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业资本家、中小商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城市贫民”。在党派关系
上，有国民党员 19 人，占 11. 2% ; 共产党员 61 人，占 35. 9% ; 救国会员 1 人，无党派人士 89 人，占
52. 4%。［3］( p277)

1946 年 4 月 2 日至 27 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4 月 3 日选举副议长
及正副秘书长时，大会筹备会宣布各议员小组提出的 9 位候选人名单后，习仲勋议员当即起立声明:
“候选人中共产党人已超出三三制名额，本人提请大会准予退出”。［3］( p278) 在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
府委员两次选举中，都贯彻了“三三制”政策。在 12 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占 4 名，19 名政府委员中，
共产党员只占 6 人。［3］( p282) 因此，“出席这次大会的非共产党员人士一致的热烈赞扬，共产党忠实的执行
了三三政策，称许陕甘宁边区真正实现了民选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代表人物合作的‘联合政
府’”。［3］( p277)

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1947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满怀信心地指出: “现在全国规模的第四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
来。”［4］( 第4卷，p219)在谈到解放区应加紧解决土地问题时，他强调“三三制”现在还要，所以不取消“三三
制”，是“因为现在解放区的状况与抗战时民主改革已经深入了的根据地的状况基本相同，因此，中间分
子、党外进步分子还应该吸收进政权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不要‘三三制’了，这是不妥当
的。”［4］( 第4卷，p222)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即《二一指示》) 。文
件指出，战后国民党顽固推行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
团结自救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因此，“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
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
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 开明绅士等) 参加工作。”［1］( 第4卷，p1213)显然，中共中央继续把“三三
制”视为中国革命新时期政权建设的重要政策。
打败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后，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土地改革成为“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1］( 第4卷，p1233) 1947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4］( 第4卷，p268)抗战时期，“我们根
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同地主阶级也搞统一战线”，这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
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现在一般来说‘三三制’仍旧不变，但对它的解释是共产党
员、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4］( 第4卷，p270) 这就是说，土地改革将彻底消灭
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抗战时期实行的对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将随之发生改变，对抗土地

改革的“反动地主”自然不再享受“三三制”政策下的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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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作战的巨大胜利，使国内形势继续发生着“有利于我们的变化”。［4］( 第4卷，p329)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宣布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基本政策，同日，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土地改革迅速掀起高潮。1948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仍应执行
的指示》，严厉批评了各地出现的“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的“过左的错误行
为”，［5］( 第25册，p322)强调继续执行“三三制”政策。
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中共也强调贯彻“三三制”政策。1948 年 6 月 6 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的《贯

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即《六六指示》) ，要求在“控制区”严格实行“三三制”政
策。他指出:“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
政权的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是错误的。”他要求“在县以上政府，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
聘请一些进步的工商业人士，及在地方上比较正派的、有正义感的、有相当声望的、赞成反美反蒋、赞成
民主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基本纲领和政策而又没有逃跑的开明绅士，当参议、咨议，或吸收参加一
定的工作。”［6］( 第1卷，p119) 6 月 28 日，毛泽东代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的意见，同时将这个文件转发各
中央局、分局和前委。9 月 9 日，中原局又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 即《九九指
示》) 继续强调在全区工作中认真贯彻“三三制”政策。15 日，中原局指示皖西区党委，一定要利用抗战
时期的成功经验，贯彻落实减租减息政策、“三三制”政权政策等，同时强调“这是我党在新区能站稳脚
的最基本要素”。［7］( p1322)

战略决战阶段到来时，中共对“三三制”政策有了新的考虑。在 1948 年 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
东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4］( 第5卷，p135)他说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人民代表会
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4］( 第5卷，p136)这表明: 党对国家政权的新构想已完全超越了
此前的“三三制”政策。考虑到继续坚持“三三制”已不合时宜，废除“三三制”又可能会引发歧义，1948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指示“不要再宣传三三制( 但也不要宣传废除三三制) ”［8］( p502) ，这标志着“三三
制”政策在实际上终止执行了。

二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在贯彻“三三制”政策的过程中，也曾经历了很大的曲折。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要求“对于
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

理，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8］( p2) 同时，“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
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对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

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

平民主的统一战线。”［8］( p3) 这些规定，是贯彻“三三制”政策的具体体现。《五四指示》发布后，土地改革
开始在各解放区展开。但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党内长期郁积的反蒋情绪，则在土地改革中表现为以激
烈的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虽然中央在《二一指示》中重申“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但军事战线的
巨大胜利，也使一些人产生了对“三三制”政策的怀疑，采取“左”的作法进行土地改革。

1947 年 10 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比之《五四指示》更显完善，但也存在或肯定“左倾”偏向
的内容。1947 年 11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完全消灭封建阶级。
封建阶级之必须消灭，中央在颁布土地法大纲之决议中，已有阐明。我们决不再有所照顾，有所顾虑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干部家庭，三三制人士，只要他是地主，统统一律打垮，坚决彻底打
垮”［5］( 第24册，p484)。
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偏向，使不少“三三制”人士受到伤害，著名的开明绅士刘少

白、牛友兰等被批斗，甚至被撤销在解放区政权中担任的职务。中共虽然打算以各级农民代表会( 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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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会) 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8］( pp76 － 77) ，但“三
三制”人士既非农民身份，也不被认为是“人民”，因此，他们在解放区政权中大都难以得到适当安排。
新解放区违背“三三制”政策的错误也时有发生，突出表现为侵犯工商业。在中原区，“全区军队和

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

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6］( 第1卷，pp111 － 112)在东北合江省，对“地主兼工商业者，挖
后门，挖家底，并挖家底之外，采取罚款。结果是全部一扫而光。或者关了门，贴上出兑的广告。”［8］( p140)

各解放区违背“三三制”政策发生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仍应执行的指示》指出:“自去年‘二·一’至今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
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罪有应得

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中央再次重申，“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
的。”同时，责成各地将地委、区党委、中央局或分局掌握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
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并要求各地“负责将自己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
作一总结报告。”［5］( 第25册，p322) 显然，在中共中央看来，“三三制”政策仍未过时，在今后的工作中“仍应执
行”而不能“废除”，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偏向，与没有严格执行“三三制”政策有直接关系; 而
继续坚持“三三制”政策，又是改正政治上组织上“过左的错误行动”的一剂良方。《指示》发布后，各解
放区土地改革中严重违反“三三制”政策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新解放区也按照“三三制”政策，开展土
地改革和民主建政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贯彻“三三制”政策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根本原因是“左”的影响在党内根深蒂固。土

地改革运动兴起后，如何正确对待“三三制”人士，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
展和新解放区的扩大，使潜存在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呈现，在实际工作中产生违背“三三制”政策的
错误行动。但总体来看，解放区贯彻“三三制”的成绩是主要的，所发生的错误只是贯彻执行过程中的
曲折。

三

解放区贯彻“三三制”政策的情况，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
( 一) 抗日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对象; 解放战争时期，地主阶级则是要被消灭的对象。

抗战时期，为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对地主阶级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广大农民则要

交租交息。同时，对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按照“三三制”政权原则，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在根据地政
府和参议会中进行安排。这是一种保障地主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和地权的政策。抗战胜利后，如前所
述，各根据地继续实行“三三制”政策。《五四指示》的公布，标志着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
政策。但《五四指示》对地主阶级的政策相对比较温和，除汉奸、大地主、豪绅、恶霸外，“对于抗日军人
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

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要“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给以相
当照顾”。这种既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又给相当多地主以适当照顾的政策，似乎是一个两全之策。然
而，这个“两全之策”的施行，将把中共置于两难之境: 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则必须没收包括抗属豪绅
地主和开明绅士( 他们大都拥有比一般地主要多的土地) 在内的一切地主的土地，这势必导致对三三制

人士的打击; 而给予上述人士以适当照顾，又将失去农民的信任。同时，大张旗鼓地公开宣传土地改革，
可能“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8］( p10) 对于这一
点，中共是看到了的。就在《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
改革的指示》，并加紧“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8］( p15) 中共中央还曾试图以政府发行土地公债
的“征购办法”解决土地问题［8］( p22) ，并肯定了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的经验。全面内战爆
发后，这一设想未能在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8］( p85) 这

49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样，开明绅士等三三制人士自然不再享受照顾，“地是要分的”，只是“不要去斗”而已。［8］( p122)

( 二) 战后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开明绅士等中间人士的照顾和政治安排，并不
严格执行三种力量在政权中各占“三分之一”的规定。战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各根据地继续严格按照
“三三制”政策规定进行民主建政工作。自《五四指示》发出至《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的一年多时间，
实行“三三制”政策则主要表现为对三三制党外人士的照顾和政治安排，即可以保有较多的土地和生活
上给以相当照顾，同时保留他们在解放区政权中担任的职务。《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相应地取消
了对三三制党外人士在土地分配上的照顾政策，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则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进行安排。
毛泽东指出:“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1］( 第4卷，p1288)要让他们的代表人
物参加解放区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
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4］( 第5卷，p13)当然，应该看到，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只是体现“三三制”原则的
“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如抗日根据地那样，在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严格
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 三)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规模不断扩大，新解放区的环境与老解放区大不相同，实行“三三制”更

加复杂。新解放区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或国民党统治区，而且包括有若干工商业较为发达的
城镇。“新区作战是要消灭强大的武装敌人，而这种作战又需要就地取得浩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供应，
这较之抗日时期要大过几十倍几百倍，因此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以便少树敌人，迅速安

定社会秩序，才便于我们集中力量去完成战略任务。”［7］( 下pp1319 － 1320)但是，新区不少干部“不肯与开明地
主及工商业者进行统一战线”［7］( 下，p1320)，甚至发生打击开明地主和侵犯工商业的严重错误，造成自己孤
立。1948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曾慨叹“我们尚未发现开明
绅士出面与我合作”。［7］( 中，p1148)有鉴于此，邓小平强调严格实行“三三制”政策，果断决定停止土改实行
减租减息政策，安排开明绅士在县以上政府当参议、咨议等，以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
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一切反动武装，打击恶霸分子的迫切任务。”［7］( 下，p1293) 正是这些合乎实际的政策
的推行，在开创中原工作新局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上特点说明，同抗日战争相比，解放战争时期的总体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性内战的激

烈进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共实行“三三制”政策的过程中呈现出曲折和复杂的态势。
实践证明，中共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三三制”政策是正确的，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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